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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路径探析

王立胜  李 靖

摘要：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塑造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新型生产关系所表征的经济基础，

客观上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基本价值导向旨在服务高质量发

展，其核心功能定位在于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内在地要求形成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系统合力。
基于此，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应聚焦于充分激发全社会协同创新的整体活力。宏观

上，要构建有力支持技术创新的全程协作机制；中观上，要构建跨区域的产业协同创新机制；微观上，要构建

共有共享共赢的价值循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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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决定》还明确

强调：“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

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

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②作为

一种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最主要的来源是科技创新。与通常所侧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收入分

配关系不同，新型生产关系是伴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主要反映的是科技革命所引发的生产

关系变革，即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政、产、学、研、用、金、中介等市场主体之间所形成的创新合作关系和

经济利益关系。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作用。从整体性视角来

看，新型生产关系所表征的经济基础，客观上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新型举国体制则是这个

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据此，我们拟对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遵循、目标导

向和实施路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由此形成对新型举国体制更为准确的认识，以便于进一步优化和

健全这一体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作，打破“卡脖子”困境。这对于新形势下深刻认识新型举国

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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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遵循

新型举国体制是受生产力发展目标与生产关系基本性质影响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其实质上是根

植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技术创新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规模、结构、效率和质量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新型举

国体制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化、生产关系变化导致经济基础变

动、经济基础变动呼唤上层建筑变革的客观要求，是基于我国内外发展形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新

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实际需要。
（一）理论依据：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原理

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总和构成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样的经济

基础客观上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表现为一定的经济体系，是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

产关系的协同整体①。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马克思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

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样的关系是“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②，“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

力’”③。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逐渐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矛盾便形

成了。此时，针对生产关系的变革便成为迫切需要。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基础的变

动，对上层建筑的调整也提出了相应要求。“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

发生变革。”④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生产资料由谁所有及其与生产者的结合方式，进

而规定了生产资料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劳动过程中的分工协作关系，以及劳动产品的分

配、交换、消费等各种具体关系。由此可知，对作为改革客体的上层建筑的完善，应当适应经济基础巩

固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型生产关系所

表征的经济基础客观上也要求对上层建筑进行改革完善。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本质上是为了发挥上层建筑的积极能动作用，以促进

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进而塑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从历史来看，随着社会的

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渗透到社会生产当中，并成为影响社会生产的重要因素。新质生产力是由创新引

领的前沿科技变革而形成的生产力“新质态”⑤。“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

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

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⑥作为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催

生的高阶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拥有更高的科技含量，它的形成和发展深刻改变了我国当下的生产关系

和经济基础。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新的生产要素及新的产业集群的萌生，也意味着旧有生产要素通过

新技术和新模式重新组合，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发生系统性重构，生产出丰富多样的

使用价值，大幅提升了全要素价值创造能力以及参与国际循环能力⑦。总而言之，新质生产力的进一

步发展，需要新型生产关系及新的制度环境与之相适应，新型生产关系所表征的经济基础也需要相应

① 周绍东、王立胜：《现代化经济体系： 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协同整体》，《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1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 页。
⑤ 尹俊、孙巾雅：《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改革》2024 年第 5 期。
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 2月 2日，

第 1 版。
⑦ 刘丸源、季雷：《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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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层建筑与之匹配。故而，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归根结底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

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见表 1）。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必须加强科技创

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①，“要

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②。

（二）现实需要：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正处于经济新常态的新发展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着一系列

潜在的风险与挑战，但也具有自身的优势与机遇。从国内看，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一系列

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涌现。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技术创新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同

时也会带来各种复杂的风险源。这些风险源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和自然因素（气象、地理等）及社会因

素（开采、生产、加工、用电等）相互交织，引发各种风险性事件。例如，2021 年 4 月 16 日，北京丰台区

发生由新能源、新业态风险源引发的较大火灾事故；2015 年 12 月 20 日，深圳光明新区渣土受纳场发

生由人为、气象、地质等多因素风险源造成的特大滑坡事故；等等。从国际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背景下，我国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两头在外”的外循环发展模式愈发暴露出很多弊端。由于缺乏关

键核心技术的掌控力，高端芯片和重要软件系统缺位，大批重要工业产品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控制

系统”受制于人，这也使得“中国制造”大而不强。面对这种严峻的竞争态势，当务之急是增强产业链

的自主可控性，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尽管我国科技原始创新能力还存在短

板，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具有集中力量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优势，能够为

我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以把握发展机遇提供有力支撑。此外，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已然萌生，原创性、颠覆性新技术正大量涌现，给我国解决技术“卡脖子”问

题、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带来了战略机遇③。历史经验表明，每一轮科技革命爆发往往会

引起技术范式的重大转换，塑造出不同质态的生产力，而抢占科技创新先机的关键在于完备、高效的

制度体系。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 年 2 月

2 日，第 1 版。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 年 2 月

2 日，第 1 版。
③ 李杏、戴一鑫：《新发展阶段提升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战略》，《江苏社会科学》2024 年第 3 期。

表 1　唯物史观视阈下的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与新型举国体制

基本概念

范畴属性

构成要素

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

新质劳动者：战略科学家、科技领

军人才、高端创业人才等。

新质劳动资料：工业互联网、工业

软件、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6G、

芯片等。

新质劳动对象：信息、知识、数据、

新型核能、新一代高效太阳能、低

维电子材料等。

新型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  —  经济基础

新型所有制关系：新型生产资料具有明

显公共产品属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

共享增值性。

新型分配关系：价值创造渠道多样化、收

入来源多元化、按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分

配更具迫切性。

新型人与人关系：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社会的分工协作灵活性、企业的管理柔

性显著增强。

新型举国体制

上层建筑

宏观协调机制：发挥党、政府等

主体的引导职能。

中观协调机制：促进产业协会、

行业联盟、区域合作平台等主

体协同参与。

微观协调机制：激发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个人等主体的积

极性。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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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体制在我国由来已久，新型举国体制是基于我国发展实践经验所进行的制度创新。新中国

成立后，我国通过计划方式构建起具有强大资源调动能力的举国体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国家工业

化①。“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国民总收入从 1952 年的 679. 1 亿元跃升至 1957 年的 1071. 4 亿元，累计增

长了 57. 8%②。在当时的举国体制推动下，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人

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遇到较大曲折时期，我国也确保了社会总

产值的增长③。在这期间，在科技事业发展方面，我国逐步建立起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技创新

体系，初步确立并构建起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在“重点突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

制支撑下，我国在航天、核能等高技术领域形成了初步的技术能力，实现了“两弹一星”、超级杂交水

稻、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重大科技创新突破④。整体来看，我国当时的科学技术与创新能力大大缩小

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⑤。然而，我国当时过于偏重政府计划职能，忽视市场调节功能，也造成科

技创新动力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引入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举国体制，并对科学

技术给予极大重视，使得科技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新型举国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结果，其对增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有着独特的优势。这一体制的由来，是一个动态

演进的历史过程，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的结果。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强调，“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

国体制优势”⑥；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新型举国体制”⑦；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

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⑧；2022 年，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健全新型举国体制”⑨；2024 年，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继续重申“健全新型举国体制”⑩。实践证明，新型举国体制积极作用的有效发挥，

必须根植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的全面创新合力，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二、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目标导向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一种创新主导的先进生产力，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具

有突出作用。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人以更高阶的方式创造性地认识与

改造自然界的现实能力，是科技创新主导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复杂系统。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

① 周绍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年，第 22 页。
②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通过查询“年度数据”，可得到 1952 年、1957 年的国民总收入。累计增长率由 1957 年的数据减去

1952 年的数据，再除以 1952 年的数据而得。
③ 1966—1976 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保持了增长态势。具体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 年，第 20 页。
④ 沈梓鑫：《中国共产党百年科技思想与发展战略的演进》，《财经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2 期。
⑤ 方新：《中国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90、92—93 页。
⑥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780 页。
⑦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282 页。
⑧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第 24 页。
⑨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35 页。
⑩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 年 7 月 22 日，第 1 版。
 胡莹、方太坤：《再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形成路径——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视角》，《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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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硬道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①。作为新型生产关系所表征的经济基础

之上的上层建筑，新型举国体制的突出作用在于，通过科学合理的分工、协作与管理，充分调动宏观、

中观和微观主体力量的工作积极性，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
（一）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以服务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新型举国体制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保障。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主导的高阶性先进生产力，是新质劳动者创造性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②。社会

经济发展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立

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科学认识上层建筑传导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

内在逻辑关系，对于科学把握新型举国体制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新型举国体制基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制度前提，通过全面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来营造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环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在于

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前提，支

持全面创新的新型生产关系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鲜明特征。新型举国体制是新型生产

关系所表征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是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系统整合政府与市场力量，形

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协同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组织体系与运行机制③。在新发展阶

段，中国经济产生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客观要求，正处在转变增长模式、调整经济结构、

变换发展动力的关键期，迫切需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率，实现从土地、资源与

廉价劳动力等传统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的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已成为当

前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④。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构建支持全面创

新的生产关系，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促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因素，完善评价导向、人事制度、科技资金管理等方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而增强科技创新

效能。
第二，新型举国体制以促进与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本价值导向，最终是为了通过实现更平

衡、更充分的发展，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

要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赋予了我国发展新的实践逻辑，推动着经济发展方式新的转向⑤。因此，需要通过生产关系和上

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来推动高质量发展，以破解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构建有利于推动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举国体制，也是扭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情境的重要途径。明确新型举国体制、新

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以支持全面创

新的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合力，是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成功转型的客观需要。新型生产关

系的制度化完善，有赖于健全的配套科技政策的有力支撑。科技政策的保障和推动，也是解决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的有效手段，而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客观上也需要科技政策不断调整完善。新时

代科技政策的逻辑转向，突出地体现在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以促成平衡发展并彰显社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 2月 2日，

第 1 版。
② 胡莹、方太坤：《再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形成路径——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视角》，《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 年

第 2 期。
③ 乔榛、徐宏鑫：《高质量发展的体制基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求是学刊》2023 年第 6 期。
④ 杨伟中、余剑、李康：《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研究》2020 年第 12 期。
⑤ 高帆：《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深刻理解我国高质量发展内涵》，《上海经济研究》2021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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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以实现充分发展并提高社会生产的速度和效率为目标①。
第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是以科技创新为内核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制

度框架，它可以反作用于技术创新活动，进而促进生产力质的跃升。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要落实到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来，需要赋予其制度属性。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制度形式，新型举国体制

基于新型生产关系所表征的经济基础之上，集中反映了政、产、学、研、用、金、中介等主体力量之间的

分工协作关系，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观念的制度化体现，它内在地嵌入了三种具体运作机制：一是

整合型创新生态机制，能够通过政府引导、产学研用协作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塑造协同高效、

资源共享的创新生态，从而促进技术扩散及应用；二是动态反馈和持续迭代机制，能够迅速响应市场

反馈，采取具有较高弹性的研发计划，引导快速试错与不断学习，增强技术创新效能与市场竞争力；三

是开拓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能够促进国内市场充分开发与国际市场大力拓展，进而提高国内经济的

自主性及韧性，加强中国同世界市场的有机衔接。基于此三种内在运行机理，新型举国体制有助于实

现从技术扩散与应用为主导向持续迭代为主导的过渡，更好整合国内外资源、改善创新环境、推动开

放合作，进而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②。
（二）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以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③这是

一个重大战略安排，是我国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

有较为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是“科技自立”，即建立独立而完整的科技研发、科技

成果转化和科技成果应用及产业化体系；二是“科技自强”，即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建成世界一流科技强国；三是“高水平”，即科技创新能力要实现由集成、引进消

化再吸收向原创性的质的跨越，同时也要求科技硬实力在世界上形成引领性影响力。
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形成提升原始创新的体制效能，为增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

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是最新的技术进步④，新型生产关系是为了推动新质生产

力发展。新型生产关系所表征的经济基础更加突出科技自立自强的“技术-经济”关系，它不同于一般

的“经济基础”主要反映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关系，而是更加突出科技创新过程中的生产关系。新型生

产关系要确保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效结合，尤其是要培育大量具有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

果⑤。在这样的基础上，本国科研人员通过科技创新的努力，能够实现具有较强原创性、颠覆性和前

沿性的创新成果，也意味着生产出“新”科学技术知识，在此过程中所孕育出的生产力即为新质生产

力⑥。原始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原始创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赋能

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对于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高质量发展起着基础性与

关键性作用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提升原创性科技攻关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

重大突破。“国家科研机构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着力解决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

重大科技问题，加快建设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⑧可见，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关

键着力点在于构建有利于促成颠覆性技术创新合力的体制机制。因此，形成有利于整体提升原始创

① 刘伟、范旭：《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科技政策跃迁及创新》，《中国科技论坛》2023 年第 5 期。
② 刘典：《新型举国体制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国模式和机制创新》，《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https：//link.cnki.

net/urlid/43.1069.C.20240611.1301.004。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20 页。
④ 杨志恒、苏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溯源、内涵表现与实践路径》，《改革与战略》2024 年第 3 期。
⑤ 文魁：《略谈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2024 年第 2 期。
⑥ 黄少卿：《体制改革与构建适应前沿原始创新的国家创新体系》，《探索与争鸣》2024 年第 3 期。
⑦ 陈劲、肖轶群：《加快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  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 年第 6 期。
⑧ 习近平：《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求是》2022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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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的新型举国体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前提。

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功能之二是形成完善的新技术应用及市场化模式，以科技治理现代化增强

科技产业化赋能效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萌发的新质生产力，促进生产方式系统性变迁与经济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机遇①。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要义，科技自立自

强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杠杆支点。科技自立自强除了依靠强大的原

始创新能力外，还有赖于科技治理现代化。在传统技术生产关系下，创新价值链呈现出线性与单向的

特征，科学研究任务一般依靠科研院所等科学界完成，后端的应用以及开发依靠企业界完成。传统技

术生产关系存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相分割的缺陷，对国家科技战略执行难以形成有力支撑，也难以

创造有效市场需求。传统体制弊端的本质是技术的供需不匹配，供给无法有效满足需求②。因此，新

型生产关系要具备科技治理的附加功能，通过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激活有效需求③，以适应市场供需

关系的变化。从上层建筑角度看，中国特色科技治理模式，要求发挥党在科技事业上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增强党的科技治理能力，遵从系统思维，以提升科技治理的整体协

同性④。

另外，根据后常规科学的观点，新型举国体制是一种后常规科技治理模式，旨在形塑以使命为导

向的创新型知识生产，其通过具有事实不确定性、价值争议性、决策紧迫性等特点的后常规科学引导

科技治理现代化。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有为政府基于整合各方力量的信任机制，对于科技创新起着兜

底保障的作用；有效市场基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机制，有助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流畅度；科学界基于

科技研发的理性机制，积极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形成系统性产学研合力，融通衔接科技创新全过

程⑤。解决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是根本之策。科技自立自强依赖于科技

硬实力的增强，而科技硬实力离不开关键核心技术的有力支撑。据此，为了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

“举国”合力，应当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宏观制度、中观环境和微观基础三个层面，健全新型举

国体制高水平运行的内在机制。

三、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路径

作为新型生产关系所表征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新型举国体制对于科技创新主导的新

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新型举国体制是适应技术生产关系演进的重大制度创新，是在党的

领导下对政府、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所进行的多元力量整合方式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

充分认识到制度保障的关键作用⑦。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上要求积极推动构建基于新型所有制关

系、新型分配关系和新型人与人关系的上层建筑，为社会再生产高效运行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因而

要充分发挥政、产、学、研、用、金、中介等主体多元一体的合力功能，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强有力

支持。

（一）宏观路径：构建技术创新的全程协作机制

第一，建立完善科技研发过程中的协作机制。首先，政府要以全面深化国企改革为契机，塑造国

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施一视同仁的技术研发激励措施。在某些公有制行业适

① 周绍东：《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 年第 3 期。
② 郭晗：《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人文杂志》2023 年第 1 期。
③ 周绍东：《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学习月刊》2024 年第 3 期。
④ 许先春：《中国特色科技治理道路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 年第 12 期。
⑤ 张成岗、王宇航：《后常规科学视域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与科技治理现代化》，《云南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
⑥ 谢宜泽、胡鞍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2024 年第 7 期。
⑦ 张旭、于蒙蒙：《新质生产力的“述”与“论”： 时代意义、实践路径与中国式现代化》，《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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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引入非国有资本，积极推动盈利性国企重组整合，对公益性国企试点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

式①。其次，政府要对科技研发环节实施有效监督。科研监管部门要采取科学合理的过程监管手段，

防范高校和科研院所出现机会主义行为，通过财政手段激励产学研一体协同投身技术研发，并有效引

导跨组织合作进行技术研发②。最后，政府要倡导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和谐劳动关系。在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应构建数字化劳动关系的认定方法与原则，逐步健全规范平台中劳动关

系的制度规则，不断完善数字劳动者权利保障机制③。
第二，建立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协作机制。政府有关部门要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为市

场主体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给予有力支撑④。首先，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与税收优惠、监督

管理、完善创新激励机制等手段，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物质生产力。应当加强制度建设，对资金、

平台、人才等重要创新资源进行系统性布局，实施多样化融资渠道，通过专项资金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⑤。其次，政府要平衡监督与激励的关系，保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应当降低对于科研机构的监

督成本，加大对成果输入方的激励力度，加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以此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⑥。最后，

要做到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统一，形成转化的整体合力。政府不能“唱独角戏”，要将宏观调控与市

场调节有机统一起来，增强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针对性，减少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风险和成本⑦。要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水平，将行政管理职能和“赏金猎人”角色合理拆分，把专业性任务交给商

业性机构处理⑧。

第三，建立完善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协作机制。首先，建立技术入股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

模式。政府要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运用技术参股方式融入企业的产品商业化过程，以此为前提构建

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及产业化的产业孵化平台。与此同时，要强化金融机构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支撑，

健全科技信贷服务配套措施，为新兴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提供融资支持⑨。其次，将科技奖励、利润

提成和股权激励的转化激励手段有机统一起来。政府要以科技奖励的手段引导职务成果所有者借助

技术转让、技术许可等渠道实施转化；以利润提成的手段引导职务成果所有者将职务科技成果作为合

作条件同他人一起进行转化；以股权激励的手段引导职务成果所有者将职务成果作为出资额，并将其

转化成一定股份，在此前提下引导科研人员参与收益分配⑩。最后，建立以科技人员为主体的科技成

果产业化收益分配激励机制。政府应实施单位和科技人员之间激励兼容的分配政策，引导在单位和

科技人员之间共同均分，或者进行累进递增分配，即当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增加时，单位所得到

的收益也应按比例增加。

（二）中观路径：构建跨区域的产业协同创新机制

第一，通过数字平台促进区域间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

调：“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背景

① 王曙光、胡凯祺：《环境规制、所有制结构与技术创新——兼论国企改革的作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② 郑月龙、白春光、叶林等：《产业共性技术跨组织合作研发激励模型研究》，《管理工程学报》2024 年第 5 期。
③ 王宝珠、葛丰收：《数字经济时代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探赜》，《上海经济研究》2024 年第 7 期。
④ 尹西明、钱雅婷、武沛琦等：《场景驱动科技成果转化： 理论逻辑与过程机理》，《科学学研究》2024 年第 11 期。
⑤ 陈艺丹、洪帅、田学斌：《基于政企研三方博弈视角的科技成果转化主体行为策略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3 年第 5 期。
⑥ 陈湘东、王生林：《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分析》，《河南农业大学学报》2015 年第 2 期。
⑦ 段永彪、董新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要素与激励机制： 基于“三项改革”的多案例研究》，《科研管理》2024 年第 5 期。
⑧ 姚畅、杜伟、张超：《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员收益分配模式的实践与探索——以对中国科学院 15 家院属单位调研为基础》，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 年第 6 期。
⑨ 张小燕：《科技创新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理论、现状及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 年第 7 期。
⑩ 肖宝、顾新、王涛：《不同转化方式下科研人员参与收益分配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16 年第 5 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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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数字平台逐渐发展为一种新型经济调节机制，引起市场供需关系的革命性重塑。与传统经济调节

机制相比，平台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产消关系精准衔接，进而提高社会再

生产的运行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平台导致产业链上的地理空间聚合被虚拟空间聚合所替代，

供应链上的空间布局呈现出区域化、本土化和全球化融合的趋势，价值链更易受资本跨国流动、产业

分工及消费市场重塑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应充分发挥数字平台在促进区域间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

方面的作用。一是要通过数字平台改善区域协同创新软环境。应按照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规律，以数

字平台为纽带强化区域之间的联系，推动创新链同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之间的深度融合，实现科

技创新和资本运作之间的相互促进，同时要发挥科研、金融、中介、法律等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性保障功

能。二是要因地制宜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的平台化运营模式。应重视区域协同创新平台化运行的过程

监管问题，以科学的平台监管手段提高区域协同创新的整体效率。这客观上要求在总结区域协同创

新平台建设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建立区域协同创新的平台化运营模式。三是要建立平台化

统筹调配的人才资源共享模式。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协同创新具有很强的正向激励效应，科技人才

集聚程度越高，对区域协同创新的推动作用越大①。应加强区域科技创新人才库建设，形成“人才引

进+本地培养+区域共享”的人才资源配置机制，在目前的关键核心项目、科技创新平台、实验室等平

台基础上，构建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共享平台②。
第二，通过数字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发展。数字平台作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

种经济调节机制，使得劳动过程愈来愈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其中既包括积极的因素，也包括

消极的因素。平台资本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取得了独立形态，并向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不断渗透。数

字平台具有很强的渗透力，能够让那些看起来不相关的行业形成链接，畅通产业链的上下游各环节，

让各行业间建立起高效便利的协作关系，从而使第一、二、三产业间呈现出高度融合化趋势，各种类型

的产业在数字平台的整合下相互交织、融合发展③。作为数字平台发展的一种产业化应用模式，工业

互联网平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经济业态与运营模式，并渗透到产业的各个领域，成为产业融合发

展的重要推手。因此，应充分发挥数字平台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发展中的作用。一方面，要通过

工业互联网平台畅通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增强产业集聚效应。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资源高效汇

聚、信息互通有无，促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协调顺畅，设计科学合理的产业协同发展模

式，不断提高产业集聚效应，进而实现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要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大力

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要立足于工业互联网运营模式，促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充分发

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信息、技术等资源的整合优势，大力推动制造业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及应用。此

外，要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技术优势，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④。
（三）微观路径：构建共有共享共赢的价值循环机制

第一，建立完善企业生产经营数据与个人隐私数据共有的产权运行机制。在数字时代，数据是新

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⑤，作为中间投入的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普遍存在规模效应⑥。数字生

产力涵盖数据生产力与数据要素转化力，数据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中的基础性生产力⑦。根据数据

① 李慧、张梦杰：《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基础研究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网络首发， https：//link.cnki.net/urlid/61.1352.C.20240621.1301.002。
② 陈红霞：《京津冀协同创新政策： 演进历程、阶段特征与趋势展望》，《河北学刊》2024 年第 2 期。
③ 胡莹：《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3 期。
④ 石璋铭、杜琳：《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产业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 年第 19 期。
⑤ 周绍东、李靖：《数字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 年第 4 期。
⑥ 郑江淮、周南：《数据要素驱动、数字化转型与新发展格局》，《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6 期。
⑦ 段学慧、张娜：《数据要素及其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机理研究》，《经济纵横》2024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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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归属的不同，数据通常分为个人隐私数据、生产经营数据、中间数据与公共数据。其中，生产经

营数据所有权归属于企业，这类数据是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包括企业的销售数据、生产数

据、员工信息等。针对这类数据，要构建国家统一管理的数据平台，统筹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

生产经营数据的使用。目前，中间数据的产权界定尚不清晰，这类数据是在个人使用企业平台软件的

过程中形成的，这类数据的收益分配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类用户属性的数据，若数据产权由需

求方所有，用户将不能支配数据，从而可能面临较大的数据泄漏风险。即便把这类数据交由第三方私

人管理，用户也可能由于担心个人权益受损而无意分享数据，从而导致数据的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发

掘。因此，针对个人数据，要构建用户集体共有的数据产权管理平台，让用户能够权衡数据信息与经

济收益之间的关系，以此决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分享数据，进而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同时防止个人

隐私泄露。依托这种平衡机制，提高数据使用主体的广泛性。在用户基本权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用

户可把此类数据出售给特定需求方①。
第二，建立完善企业按技术要素贡献参与收益分配的价值共享机制。就分配方面而言，在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要素分配是按劳分配的一个必要补充，企业通过投入技术要素，既能够参

与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利润分配，也能够参与新兴产业的利润分配，而且从新兴产业中获得

的利润通常更高一些。与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排他性特征相比，信息、知识与数据等新质生

产要素呈现出社会公共产品的特性，具有明显的可共享性。据此，异质性企业之间能够通过大数据与

互联网实现深度融合，进而构成共生的价值循环体系②。因此，一方面，要建立市场化基础上对技术

要素贡献进行量化评估的价值认定机制。企业产权所有者应当根据价值规律与市场交易原则，对所

投入技术要素的贡献实施量化，而后将经营所得利润的一部分合理分配给技术要素的供给方；另一方

面，要对技术要素按贡献参与价值分配的操作流程进行制度化规范。从执行程序来看，建立健全分配

运行机制，是确保技术要素参与利润分配得以顺利实现的制度性前提。要根据企业生产中的产品、

工艺、技术创新等基本内容制定科学的项目计划书，通过公开招标，由专家组进行严格审核，同中标者

签订合作合同或具备法律效力的协议，以此作为技术要素供给方参与分配的依据③。此外，在数字

经济时代，为了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更好地实现按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要以共同富裕为价值

导向，将数字赋能“做大做优蛋糕”的价值共创和数字平权“公平分好蛋糕”的价值共享有机统一

起来④。

第三，建立完善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运作的产学研共赢机制。一是建立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科

技创新成果市场化应用机制。要借助数字技术竭力克服各类形式的市场壁垒与信息交互障碍，突破

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的堵点卡点，提升社会再生产的运行效率，充分发挥市场供需关系的能

动作用，以需求为导向促进创新要素资源合理融通与优化配置，健全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应用体制机

制，为新技术与新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以此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明确企业在科技成果转

化中的主体角色，系统总结和推广一批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逐步优化科

技成果转化链，改革完善科研人员激励机制，从制度上克服科技成果“转不了”的障碍⑤。二是建立完

① 申卫星：《论数据来源者权》，《比较法研究》2024 年第 4 期。
② 胡莹：《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3 期。
③ 傅剑秋、阳奎兴、栾玉树等：《国有工业企业中管理和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和条件》，《重庆社会科学》1999 年

第 6 期。
④ 陈桂生、吴合庆：《数字新质生产力何以推进共同富裕——基于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的解释》，《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⑤ 董津津、刘家树：《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政策演进、总体布局与实施路径研究——以安徽省为例》，《科学管理研究》

202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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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市场化运作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系统。应当凭借大数据技术建立健全科技成果定

价系统，科学合理地评定科技成果的市场价格。应当依靠大数据技术构建制度化、规范化、多渠道的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中介桥梁，构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中介从业人员培训机构，有效增强从业人员

的服务能力和职业素养，优化完善人才队伍结构，改善经营管理状况。此外，应当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中介机构和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构建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供给信息和企业

需求信息的共赢合作平台①。
综上所述，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其主体框架

与内在机制如图 1 所示：

① 姜富明、周文泳、周海英：《探索市场化运作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中国科技论坛》2000 年第 5 期。

图 1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主体框架与内在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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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诠释了经济发展过程对立统一

的内在规律。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化，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是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也是生

产关系及其所构成的经济基础的高质量发展。从生产方式的技术要素维度看，新质生产力是技术革

命性突破的产物，因而反映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所表征的经济基础，也涵盖调节技术创新活动

的技术生产关系。新型举国体制是适应技术生产关系演进的重大制度创新，是在党的领导下对政府、

企业和个人等主体进行的多元力量整合方式。新型举国体制根植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土壤，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基本价值导向，旨在以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功能定位在于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从实施路径来看，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要着眼于生产方式

的整体性，立足于新型生产关系所表征的经济基础，根据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形成有利

于政、产、学、研、用、金、中介等主体合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高水平制度运行机制。在宏观层

面，应构建有力支持技术创新的全程协作机制，实现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应用及产业化

过程中相关方的高效协作。在中观层面，应构建跨区域的产业协同创新机制，促进区域内及区域间资

源高效整合，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实现各类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在微观层面，应构建共有共享共

赢的价值循环机制，健全微观主体共有的数据产权运行机制、按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的价值共享机制，

以及产学研共赢的科技成果市场化运作机制，从而充分激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个人等微观主体的

创新活力。

Exploring Pathways to Enhance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through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Wang Lisheng1，2 Li Ji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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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P.R.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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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enhancing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in key technologies through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is crucial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approach aims to shape new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essentially 
advanced productivity driven by innovation， with original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playing a 
prominent role in their development.  New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objective necess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hasize the “technology-economy” relationship 
that fosters greater self-reliance and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like gener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at primarily reflect economic activities， this new paradigm focuses on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cess.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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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路径探析

nationwide is a superstructure based o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represented by these new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t represents a maj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dapting to the evolution of technical 
production relations， integrating the strengths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s， individuals， and other 
market entiti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system is an objective 
product of China’s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a realistic choice aligned with China’s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However， China’s existing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still has 
imperfections in its operational mechanisms.  The strengths of macro-， meso-， and micro-level 
entities have not been optimally integrated， resulting in insufficient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enhance this system through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should aim to ser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the 
cor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promoting greater self-reliance and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inherently requires forming a systemic synergy to advance breakthroughs in key technologies， 
focusing on fully stimulating the overall vitality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cross society.  This 
paper’s contribution is as follows： It advocat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cro， meso， and micro-leve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of the superstructure.  This approach aims to form a 
high-level operational mechanism for the new system under the Party’s leadership， guided by the 
government， driven by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with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from other entities to promote breakthroughs in key technologies.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key 
mechanisms： a comprehens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organically 
unifying the functions of an “integrated innovation ecosystem mechanism” with a “trust mechanism 
for integrating government strength”， a cross-regional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promoting coordinated linkage between the “mechanism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and the “mechanism for efficient marke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 shared value cycle 
mechanism for mutual benefit， achieving synergy between the “dynamic feedback and continuous 
iteration mechanism” and the “rational mechanism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D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To illustrate these concepts， the last section of this paper provides a diagram 
presenting the main framework and internal mechanisms of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in key technologies.
Keywords：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New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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